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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城市空间格局:
商住“向心发展”与工业“离心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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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时代的城市会变得更分散还是更集中,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基于2003—2021年
中国283个城市的土地交易数据与人口动态栅格数据,首次构建了反映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变迁

的长面板数据集,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三类功能区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

场在此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推动工业功能区“离心演变”,强化商业和住

宅功能区“向心发展”。有为政府通过引导效应和规制效应,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带来的“离心”
动力;而有效市场则通过配置效应与集聚效应,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引致的“向心”趋势。研究为明

确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城市功能空间格局的演变提供了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优化城市结构

布局和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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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Spatial Patterns in the Digital Age: Centripetal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Zones Versus Centrifugal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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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ether cities in the digital era tend to become more decentralized or more concentrated remains a subject of
considerable debate. Leveraging land transaction data and population dynamics raster data from 283 Chinese cities over the period

2003-2021, we construct for the first time a long-panel dataset that reflects the evolv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urban
functional zones. Using this dataset, we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three types

of urban functional zones,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proactive government and efficient market mechanisms in this proces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centrifugal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zones while reinforcing the

centripetal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zones. Furthermore, proact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releases the centrifugal
impetus generated by the digital economy through guidance and regulatory effects, whereas efficient market mechanisms strengthen



the centripetal tendency through allocation and agglomeration effects. This study provides both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urban functional spatial patterns ami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fering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urban structural layouts and realizing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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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每个发展阶段的功能区布局,既是适应该时期生产和生活功能需求的一个动态均衡结果,也是经

济社会活动的重要空间载体 [1-2] 。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嵌入城市经济社会活动,数据要素与数字平台的作用

日益增强;城市资源配置方式、要素流动机制、产业布局需求以及职住空间关系均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传统

工业经济时代受土地租金和运输成本约束的功能区布局逻辑,正逐步受到数字化变革的冲击和挑战 [3] 。
然而,现有研究虽然普遍承认数字经济会重塑城市内部功能空间格局,但其影响方向与作用路径仍存在显

著分歧。
部分学者指出,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线上化、远程化和虚拟化的广泛应用,削弱了城市活动的地理约

束,推动功能区布局呈现出更强的“离心演变”特征 [4-5] 。中心城区对企业生产活动的集聚效应逐渐降低,
居住与消费活动也逐渐向城市外围转移,城市空间结构向“多节点分布”方向演进。也有学者认为,数字经

济的发展并未削弱集聚,而是通过网络效应、数据外部性和知识溢出强化了城市中心区的吸引力 [6-7] 。高
密度的信息流与创新资源,使得城市核心区在数字时代仍然是关键生产要素和生产性服务业集中的主要

载体 [8] ,部分功能空间“向心发展”趋势明显。
在生产空间方面,不同产业受数字化冲击不同,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数字新产业的出现需要与之相应的空间格局。依托数字技术、以数据要素为生产要素的服务型数字

产业,通常倾向布局于高校、研究机构等创新高地 [9] ,或人流、信息流密集的城市中心位置 [10] 。而制造型数

字产业尽管具有明显的资源和市场的路径依赖,但集聚区位的选择呈现出郊区化发展趋势 [11] 。另一方面,
数字化赋能是否推动传统产业分布由中心向外围转移存在明显分歧。既有研究认为,传统产业为追求市场

规模而不断汇聚城市中心的情况正在转变。数字经济发展让市场、交通和资源区位的约束大大放松,传统

工业空间分布呈现“离心演变”特征 [12] 。也有学者提出,数字化转型对于工业生产服务化的导向、反馈及时

性要求的提高,以及物理空间需求的降低,可能反而强化工业生产活动“向心发展”的集聚趋势 [13-14] 。
在生活空间方面,因数字化程度提升,生产生活新模式、新现象不断涌现,引致居住空间新需求和空间

布局新变化 [15] 。信息社会居住空间的功能边界不断被重构,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居住中心,而是居

住、工作、游憩等多功能的复合空间,逐渐从邻里模式向复合功能社区演变 [16] 。数字化、分散化的产业空间

和居住空间相互嵌合,增强了居住空间的流动性 [17] 。职住空间再融合趋势不是居住地与工作点的简单再

捆绑,而是信息技术变革将生产集中化转向高层次分散化的结果。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远程办公、平台经

济等数字化变革并不能替代传统区位理论强调的市场、交通等因素成为家庭选址的主要因素 [18] 。甚至对

于部分行业来说,数字赋能的城市交通体系改善了城市通勤,加剧了职住分离趋势 [19-20] 。随着居住空间布

局和数字服务新业态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数字经济对生活空间的影响表现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这种分歧产生的原因可能有二:第一,识别和测度方法的局限性。受限于城市内部各类功能空间精细

化分布与长面板数据难以获取,现有研究对于数字时代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变迁的探讨多停留在基于现实

发展特征的定性分析层面 [21-22] 。第二,研究对象选取的单一性。以单个或几个数字经济先行城市、某一类

城市功能区为分析对象,不利于学界对数字时代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演变趋势形成共识 [23-25] 。数字经济

对城市功能空间的重塑并非单一技术变量的线性作用,而是技术属性引发的成本降低与要素属性引发的

集聚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
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从数字经济所具有的技术与要素双重属性逻辑出发,探究数字化驱动下

城市功能区空间格局的演变规律及不同功能区空间分布的差异化特征。在此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中国土地

供给受政府主导的制度特征,强调数字经济通过改变微观主体区位条件选择所产生的需求冲击,精准识别

数字经济对城市空间重塑所产生的净效应。具体而言,在有效识别中国2003—2021年283个地级及以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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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口中心的基础上,利用180万余条土地市场交易高频微观数据,构建了覆盖工业、商业和住宅三类主要

功能区空间布局的长面板数据库。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不同功能空间分布演变趋势及其时空异

质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主要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首
次使用了城市内部人口栅格与土地交易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城市内部功能空间布局演变的量化和

比较,为城市功能空间布局及演变趋势的定量识别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精细化的数据集。其二,立足数字经

济蓬勃发展的中国,为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功能空间演变趋势提供了“向心发展”与“离心演变”并存的经验

证据。这不仅丰富了数字时代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论研究,也为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结构优

化”“内涵式发展”等战略任务,推动数智时代的城市结构重塑、人民城市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功能空间布局的演变

数字经济对城市功能区空间格局的影响,既来源于其技术属性,也来源于其要素属性。二者虽相互关

联,但作用机制并不相同。前者主要体现为数字技术对信息传递、交易组织与空间协调方式的重塑,其核心

在于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沟通协调成本与空间摩擦,从而改变经济活动对物理邻近的依赖程度;后者更多

体现在数据、算法、平台及数字基础设施等新型生产要素对资源配置过程的重构,其核心在于提升不同区

位的要素配置效率并改变区位边际回报。两股力量主次有别地改变不同功能区的成本与收益结构,驱动城

市内部功能空间呈异质性演化。
1 . 数字经济对工业功能区分布的影响。数字经济驱动工业功能区的演化动力,首先源于其技术属性对

空间约束的释放。在传统城市经济学框架下,城市工业功能区的空间布局更容易受到土地成本、通勤效率

与组织协调等因素的制约,倾向于在物理邻近中寻求规模经济 [26] 。然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降低了

生产过程中的搜索、协调与监督成本,形成信息低成本效应,也通过提升物流组织效率和压缩运输时间,形
成运输低成本效应 [27] 。工业生产与组织系统逐步由依赖物理空间强耦合的模式,转向依赖数字连接的网

络化协同模式,工业区位选择的半径与自由度大大提升 [28-29] 。这使得生产环节摆脱对中心城区高昂地租

的依赖,向地租更低的外围区域实现梯度转移成为可能。
在技术属性打破空间刚性约束的基础之上,要素属性进一步为工业功能区的离心重构提供了实质性

的能力支撑。生产智能化、供应链平台化以及数据要素在工业活动中的广泛嵌入,提高了城市外围区位在

供应链协同、生产组织和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使工业活动即使脱离中心区,也能够维持较高水平的协同

运行 [30] 。数字经济的要素属性并不直接决定工业功能区布局是否外迁,而是通过增强城市外围区位的承

接能力和比较优势,进一步强化工业功能区向城市外围迁移的可行性 [31] 。在物流环节占比高、规模经济明

显的工业生产活动中,这种由技术释放空间约束、由要素保障协同效率的空间外扩成为一种理性选择,城
市中心对工业活动的锁定效应持续削弱。因此,在城市内部拥挤成本与生态规制增强的情况下,数字经济

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功能向郊区扩散。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工业功能区的“离心演变”。
2 . 数字经济对商业和住宅功能区分布的影响。与工业功能区不同,商业和住宅功能区的空间演化更多

受到数字经济要素属性的主导,其核心逻辑在于中心区集聚经济与资源吸附能力的进一步强化。商业和住

宅功能区的布局更依赖人口密度、服务可达性与人际交互的高频性 [32] 。数字经济加速经济社会活动去中

心化、分散布局的同时,也放大了面对面交流、即时响应与空间邻近所带来的协同优势。作为信息流、资金

流和人流的交汇点,凭借更为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城市中心容易形成数字商业生态的超级节点 [33-34] 。这
让本就拥有更强付租能力且具有强烈中心偏好的商业功能区,更倾向于布局在城市中心。数字经济的技术

属性则扮演了集聚优势“放大器”的角色。数字平台、智能算法与即时配送体系的广泛应用,大大提升了中

心城区复杂场景下的供需匹配效率。技术赋能并未带来商业功能的扁平化扩散,反而通过线上线下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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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使核心区的服务供给更具规模报酬递增效应 [35] 。加之,数字化转型压缩了部分商业活动的物理空间

需求,并提高了单位空间的交易效率和经济回报 [36] 。这进一步强化了城市中心区对商业功能布局的吸

引力。
对住宅功能区而言,数字经济的要素属性通过重塑就业机会、生活便利性与公共服务可达性,持续增

强中心区的居住吸引力。远程办公、灵活就业与线上生活方式的普及,虽提升了居民对职住分离与空间弹

性的接受度,但并未削弱城市核心区在就业岗位、教育医疗和消费服务等方面的综合优势 [37] 。相反,生产

活动的小型化、柔性化和数字化,使商业和服务业从业者的就业空间与生活空间重新趋于耦合,逐渐形成

以中心区为依托的新型职住再融合关系 [38-39] 。由此,商业功能的集聚与住宅偏好的回流在城市中心区域

形成了“功能叠加、需求协同”的空间格局。这种由要素属性提升资源吸附能力、由技术属性放大服务匹配

效率所形成的合力,进一步强化了核心区引力。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b: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商业和住宅功能区的“向心发展”。

(二)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调节作用

有为政府往往会在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弥补市场不足,侧重资源的公平和有效配置,以实

现经济社会综合福利的最大化。而有效市场则通过市场机制、价格信号、自由竞争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以
“看不见的手”引导城市土地租金变化,进而达到空间资源的效益最大化。数字经济作为一种系统性冲击,
首先改变企业与居民在信息搜寻、组织协同与匹配效率方面的成本结构与收益结构,从而驱动其产生空间

位移的潜在意愿。然而,这种微观层面的空间效应能否最终“显化”为宏观功能区布局的变迁,还取决于政

府在规划、供地与基础设施上的空间治理方式,以及市场机制在价格信号传导与要素流动配置中的有效程

度。因此,本文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作用理解为数字经济空间效应释放的调节载体,并进一步明晰其

作用的方向与潜在机制。通过识别这一调节机制,更客观地评估数字经济驱动功能空间布局演变的净

效应。
1 . 有为政府的引导效应和规制效应。在数字经济引致的系统性需求冲击下,企业和居民对生产生活的

区位权衡会发生调整。然而,这种调整能否转化为可观测的城市功能区布局变化,往往受到政府在规划供

地、基础设施与准入规制等方面的“有为”行为的影响。因此,有为政府很可能放大或削弱,甚至改变数字

经济对城市功能空间格局的影响表现。其干预逻辑通常指向两类问题,即缓解市场自发演进中可能出现的

空间资源配置低效,以及中心城区拥挤成本上升引致的外部性问题。在引导效应上,数字经济降低了生产

协同管理与运输交易等诸多成本,使部分工业企业在区位选择上更倾向于地租更低、空间更具弹性的城市

外围区域 [40] 。但在现实中,郊区往往受到交通可达性不足、公共服务供给滞后以及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等

因素的制约,导致企业即便具有外迁意愿,也难以实现稳定的空间重组。政府通过交通建设和新型基础设

施投入,提升了外围区位的基础承载能力,降低了企业外迁过程中的入驻成本与协同成本 [41] 。从而使数字

经济驱动下的工业外迁更容易落地,并在空间上表现为更明显的离心演变。在规制效应上,尽管数字技术

降低了部分交易成本,但高端服务业与创新活动对面对面交流的需求并未消失,反而可能推动总部、研发

与商务活动继续向中心城区集聚 [42] 。在土地稀缺约束下,城市中心也容易出现拥挤与用地竞争加剧现象。
政府通过限制中心城区高强度用地、提高准入门槛、推动低效用地再开发或引导部分功能疏解等规制工

具,相当于提高中心区承载成本并强化退出机制 [43] ,从而改变城市中心与外围相对成本结构与预期收益。
在数字经济降低空间摩擦、提升外围连接能力的背景下,有为政府的规制效应也可能促使部分商业和住宅

功能区向外围转移,使离心效应更易显化。总之,有为政府通过引导与规制的双重作用,提升了边缘区域的

资源承载能力并降低了要素外扩的制度壁垒,从而显著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功能区“离心演变”的驱动效

应。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有为政府将强化数字经济对城市功能区空间格局“离心演变”的影响。
2 . 有效市场的配置效应与集聚效应。有效市场通过形成高效的土地市场反馈机制,降低城市诸要素错

配的概率,形成以效率最大化为导向的空间组织格局。在配置效应上,价格作为资源稀缺程度与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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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号,决定了要素的空间流向 [44-45] 。数字经济中信息、资本、人才等高流动性要素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倾
向于向网络节点密度大、回报率高、协同效率高的城市中心流动 [46] ,即在空间层面表现为城市核心区的集

聚价值再增强与数字功能再强化,进而放大了数字经济所引致的功能区“向心演变”趋势。在集聚效应上,
有效市场更能形成良性的竞争机制与模仿机制 [47] 。其通过提升市场竞争程度和信息传导效率,降低进入

壁垒,加速城市数字化变革过程中诸多要素在中心城区的集聚 [48] 。而随着中心城区逐渐形成了以总部经

济、研发机构、风险投资、政策中介为代表的高阶服务体系,加之数字化赋能对于物理空间需求的降低,进
一步支撑了城市各类功能区的“向心发展”。总之,有效市场通过提升城市诸要素配置效率与集聚外部性

回报,实质上增强了城市中心在数字经济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从而显著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空

间格局“向心发展”的驱动效应。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b:有效市场将强化数字经济对城市功能区空间格局“向心发展”的影响。

二、 研究设计

(一) 实证模型构建

为识别数字经济发展效应对城市主要功能区(工业、商业以及住宅)空间分布的影响方向和程度,首
先借鉴廖信林等(2013)的研究思路 [49] ,设置如下三个虚拟变量用于区分城市不同功能区空间的分布

变迁。

D_IND ij,k = 1 =
1 工业用地

0 其他用地{ ;D_COM ij,k = 2 =
1 商业用地

0 其他用地{ ;D_RES ij,k = 3 =
1 住宅用地

0其他用地{
其次,为了避免出现虚拟变量陷阱,参考沈鸿等(2023)的研究构造如下实证模型 [50] :

lnDisw_mg ijk,t = α0 + α1Digital it + α2Digital it × D_COM ij + α3Digital it × D_RES ij

+ ∑ c
α c lnCity_Controls it + δ i + σ t + ω k + ε ijkt (1)

模型(1)中,i 表示城市,j 表示出让的地块,k 表示地块的用途(工业、商业及住宅),t 表示年份。被解

释变量 Disw_mg 表示城市功能区与最近市中心之间的地理距离,关键解释变量是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Digital 及其与城市商业和住宅功能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该模型只将商业功能区(D_COM)和住宅功能区

(D_RES)两个虚拟变量以交乘项的形式分别放入模型(1)中,而工业功能区(D_IND)则被视为基础类别。
City_Controls 反映了城市层面可能影响功能区空间分布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δ 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固

定效应,σ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ω 表示地块用途层面固定效应,ε 为随机扰动项。估计系数 α1衡量了基础类

别,即工业功能区空间分布受到数字经济的影响程度和方向,α1 分别与 α2、α3 的和表征了数字经济影响商

业和住宅功能区分布变迁的净效应。
最后,借鉴熊彬和王志伟(2024)的做法 [51] ,将有为政府(Gov)、有效市场(Mar)两个调节变量及它们

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交互项,分别引入模型(1)中,以考察政府和市场在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功能区空间

分布演变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而在控制变量中,剔除了财政预算缺口以防止其与调节变量同时放入实证回

归模型中可能带来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lnDisw_mg ijk,t = α0 + α1Digital it + α2Digital it × D_COM ij + α3Digital it × D_RES ij

+ α4 lnGov it + α5 lnGov it × D_COM ij + α6 lnGov it × D_RES ij

+ α7 lnGov it × Digital it + α8 lnGov it × Digital it × D_COM ij + α9 lnGov it × Digital it × D_RES ij

+ ∑ c
α c lnCity_Controls it + δ i + σ t + ω k + ε ijkt (2)

lnDisw_mg ijk,t = α0 + α1Digital it + α2Digital it × D_COM ij + α3Digital it × D_RES ij

+ α4 lnMar it + α5 lnMar it × D_COM ij + α6 lnMar it × D_RES ij

+ α7 lnMar it × Digital it + α8 lnMar it × Digital it × D_COM ij + α9 lnMar it × Digital it × D_RES ij

+ ∑ c
α c lnCity_Controls it + δ i + σ t + ω k + ε ijk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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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变量设定

1 . 被解释变量:城市功能区空间的分布。借鉴和改进韩峰和庄宗武(2023)在研究城市空间结构时对

功能区空间分布的测度方法,创新性地使用三类城市用地到城市中心的加权地理距离作为城市功能区空

间分布的代理变量 [52] 。具体分为以下三个步骤:(1)爬取、筛选和地理编码三类功能区。即从中国土地市场

网(https: / / www. landchina. com)中爬取2003—2021年土地出让结果的公告数据后,依据其中的土地用途

信息结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J137-90),筛选和整理出研究期内工业用地(样本量

621102)、商业用地(样本量325086)、住宅用地(样本量896896),再根据土地坐落信息,使用高德地图地理

编码接口解析得到三种功能区的地理坐标系,并校准所在城市信息。(2) 通过非参数探索性空间数据

(ESDA)分析方法识别城市中心。现有研究多将政府所在地或城市行政区划的质心视为城市中心 [53] 。尽管

有其合理性,但考虑到实际中可能存在规划的行政中心尚未形成区域人口或经济高密度区的情况,故依据

王峤等(2021)、程开明等(2024)的研究方法 [54-55] ,利用高精度且连续年份的 LandScan 人口分布栅格数

据,逐期逐地区分析城市内部每个栅格人口分布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情况,并根据一个城市中心动态人口至

少超过10万,且面积大于3平方公里(至少3个彼此相邻栅格)的筛选标准识别出城市真实中心。该阈值设

定参考了已有研究普遍认可的处理方式,有效避免将规模较小、持续性不足的局部人口高值区,误识别为

具备稳定公共服务功能和产业承载能力的城市中心。依据上述方法,本文识别出的城市中心具有动态性与

非唯一性特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连续年份栅格数据逐年分析,城市中心的位置与数量变化已纳入

识别模型,该模型会随时间推移动态更新,从而真实捕捉空间格局的演进轨迹。对于单中心城市,识别结果

为唯一中心;对于多中心城市,则识别出多个高能级集聚点。考虑到微观主体的空间选址主要受局部极化

效应约束,本文遵循“就近匹配”原则,将各地块匹配至空间几何距离最近的城市中心,以反映微观主体对

局部中心区位便利性的权衡。在获取城市中心地理坐标的同时,提取最近中心的动态人口,用于后续距离

的计算。(3)不同中心的能级差异会导致其对功能区的辐射强度并不同质,若仅使用绝对几何距离,则会

把人口规模较小的弱中心与人口规模较大的强中心等权对待,从而低估主中心并高估弱中心对功能区布

局的实际影响。基于此,本文在到最近城市中心几何距离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对应最近中心的人口规模

进行加权,以综合反映功能区地块与中心之间的空间远近及中心能级差异。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lnDisw_mg = ln(1 + dist / centerpop) (4)

式(4)中,Disw_mg 表示功能区地块与最近城市中心的加权距离,而 dist 相应为与最近城市中心的地

理距离,centerpop 则表示最近城市中心的动态人口数量。该指标同时刻画了功能区地块相对于城市中心体

系的空间远近与中心能级差异。在实证回归中,本文进一步对加权距离取自然对数,以降低极端值干扰并

增强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线性加权形式简洁、透明,能够以较为直接的方式体现中心能级差异与地理距离

的联合影响,具有较强的可解释性。加之,线性加权能有效避免因主观设定复杂的非线性函数而放大超大

中心的影响,从而降低权重设定本身对结果的额外干预。
2 .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有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度量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构

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以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另一种是通过一系列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政策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政策文本及数字经济相关变量等直接表征方式去衡量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此,在基准回归中采用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综合指标体系度量方式,借鉴赵涛等(2020)的研究 [56] ,从互联网普及率、移动电话

普及率、相关从业人员、相关产出情况和数字普惠金融五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借助

熵权法进行赋权组合,最终得到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igital)。该指标体系很好地体现了数字经济的技术与

要素属性。其中,互联网普及率与移动电话普及率主要表征数字经济的物理接入能力与信息传输底座,体
现了数字经济的技术属性。数字普惠金融、相关从业人员及产出情况则体现了数字经济的要素属性,反映

了数字化转型对高端劳动力与资本要素的强引力作用。此外,为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依据毛丰付等

(2022)的研究 [9] ,从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中筛选和匹配得到城市层面数字经济相关企业数量,表征城

市数字产业化水平(Digital_enterprise)。参考李言和孙献贞(2024)的研究思路 [57] ,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数据库中筛选得到数字经济相关授权专利数量,表征城市产业数字化水平(Digital_patent)。最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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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利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变量替换数字经济发展指数重新检验。
3 . 控制变量:基础推动、内在驱动、外在作用。技术变革的推动、经济社会的驱动以及政策规划和自然

约束是影响城市各主体开展经济社会活动空间区位选择的三股重要力量。借鉴大量学者对功能区空间分

布演变和土地市场的研究,在实证模型中进一步引入以下一系列城市层面可能影响功能区空间分布的控制

变量,以避免可能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差[58] 。(1)基础推动力方面: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lnPinfra),采用城

市公路里程数,其是影响功能区空间分布的基础推动力。(2)内在驱动力方面: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lnPgdp),
通过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表示,其反映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对于功能区分布变迁的内在需求;城区人口密

度( lnPopden),反映了城市人口和经济集聚情况;固定资产投资( lnFixinv),则体现了功能区用地需求的强

度;金融深化程度( lnCredfin),借助信贷余额占 GDP 比重来度量,其既体现城市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也
反映城市功能区用地变迁的动机和能力。(3)外在作用力方面:一是以城市财政预算支出和收入之差占

GDP 的比重衡量财政预算缺口( lnFisgap),刻画政府能力并反映地方政府驱动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需求

和动力;二是利用 Yang 和 Huang(2021)的研究提供的城市水域覆盖面积栅格数据 [59] ,表征影响城市功能

区空间分布变迁的自然约束( lnWater)。在实证回归分析时对所有控制变量均做了对数化的平滑处理。
4 . 调节变量: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有为政府的表征上,本文借鉴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对“有为政

府”需兼顾效率与公平、修正市场失灵的理论设定,认为其核心在于地方政府在面对数字经济技术冲击与

空间重构的过程中,通过因势利导弥补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的治理效能。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

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四大宏观调控目标,不仅是地方政府履行公共治理职能的直接结果

表现,更是评价其在复杂环境中维持市场稳定、提供空间公共品以及协调要素布局能力的综合表征。故参

考王园园和王亚丽(2023)的研究 [60] ,从经济产出(人均 GDP)、就业水平(失业率)、物价稳定( CPI)以及

国际收支平衡(净出口与进出口总额之比)四个维度,运用 CRITIC 赋权法对政府治理能力与效率进行综

合测度,以表征有为政府(Gov)。
在有效市场的度量上,利用王小鲁等(2021)所测得的研究期内中国省域市场化指数 [61] ,并借鉴黄巧

龙(2024)的方法 [62] ,将省域市场化指数通过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予以分解,最终得到各地区市场化指数

以度量有效市场(Mar)。之所以采用这一处理方式,一方面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省域市场化指数空间

尺度较粗的局限,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省域内部制度环境虽然有统一性,但不同城市在市场发育程度与要

素配置效率上差异明显。因此,相较于直接采用省域均值,该方法能够更合理地刻画统一省级制度框架下

不同城市市场环境有效性的相对差异。回归时,对调节变量做了对数化和均值中心化处理以增强结果的解

释力。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研究涉及2003—2021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主要数据涵盖三个层次:一是利用精确到1平方公

里空间颗粒度的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发布的 LandScan 高分辨率全球人口分布栅格数据集,识别

城市中心并提取相应中心的动态人口,为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的测度提供支撑;二是利用 Python 代码从

“中国土地市场网”获得研究所需要的,包括供地面积、供地方式、出让价格、土地用途和行业分类等地块

层面相关数据,以获得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相关指标和地块层面相关控制变量;三是收集整理《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各地区历年政府工作报告、CNRDS
数据库、企研科技数据平台等城市层面数据,用于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获取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

数据。对于其他少量缺失数据,通过统计公报或线性插值法予以补充。从表1的变量描述性统计中可以发

现,功能区分布距离( lnDisw_mg)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7. 3039和0. 0004,说明不同类型功能区空间分

布差异较大。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igital)的均值为0. 0876,表明各地区总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有

较大提升空间。
样本期设定为2003—2021年,主要基于多源数据匹配的一致性与完整性考虑。该时期既覆盖了中国数

字经济由起步扩散到加速深化的重要阶段,也能够保证土地交易微观数据、年度人口栅格数据、数字经济

指标及相关控制变量在城市层面的连续匹配与口径可比性,从而更有利于识别数字经济对城市功能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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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格局重塑的结构性影响。与此同时,考虑到疫情冲击及特殊年份可能带来的短期扰动,本文进一步通过

剔除特殊年份样本验证了核心结论的可靠性。

表1　 主要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与符号 观察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功能区分布距离( lnDisw_mg) 1843084 1. 5032 1. 0719 0. 0004 7. 3039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igital) 1843084 0. 0876 0. 0869 0. 0015 0. 8963

交通基础设施( lnPinfra) 1843084 9. 4708 0. 6404 5. 5134 12. 7657
经济发展水平( lnPgdp) 1843084 1. 3773 0. 6879 - 1. 4397 3. 3689

城区人口密度( lnPopden) 1843084 - 1. 4099 0. 7323 - 5. 1443 0. 6978
固定资产投资( lnFixinv) 1843084 7. 2226 1. 0963 1. 5845 10. 4078

金融深化( lnCredfin) 1843084 - 0. 1330 0. 5383 - 2. 5860 2. 6445
财政预算缺口( lnFisgap) 1789112 - 2. 7893 1. 0805 - 9. 5438 1. 0817

自然约束( lnWater) 1843084 5. 5152 1. 1626 - 5. 7860 8. 0503
有为政府(Gov) 1634606 0. 4988 0. 1268 0. 0975 0. 7411
有效市场(Mar) 1634606 1. 1778 1. 7794 0. 0786 11. 3790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2汇报了数字化驱动下城市工业、商业及住宅三类功能区的空间分布演变的回归结果,逐步添加交

通技术变革、经济社会、自然约束和人为干预4个维度一系列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后的结果[列(4)]显示:就
工业用地而言,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igital)在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系数值为0. 2912,表明工业功能

区在数字技术作用下更倾向于向低成本、强承载的外围区位疏解。就商业和住宅用地来说,回归系数均在1%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系数大小分别为 - 0. 3209(即0. 2912 + (- 0. 6121))和 - 0. 2490(0. 2912 + (- 0. 5402))。
数字经济发展会推动商业和住宅功能区向城市中心集聚,其中商业功能区响应幅度最大,表明数字经济对

中心区消费、服务和流量组织能力的强化作用最为直接;住宅功能区虽也呈向心趋势,但幅度相对较弱,其
空间调整更多通过就业机会、公共服务和生活便利性改善等间接渠道实现。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

对城市功能区空间格局的影响并非简单表现为整体扩散或整体集聚,而是工业“离心”与商住“向心”并存

的差异化重组过程。这不仅初步验证和支持了 H1,还为数字化变革中城市功能区分布规律找到了一个基

于中国情境的经验证据,进而为数字时代城市内部功能区空间优化布局的顶层设计提供有益参考。

表2　 数字经济与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lnDisw_mg

(1) (2) (3) (4)

Digital
　 0 . 1553∗∗∗ 　 0 . 1419∗∗∗ 　 0 . 1498∗∗∗ 　 0 . 2912∗∗∗

(0 . 0159) (0 . 0159) (0 . 0162) (0 . 0172)

Digital × D_COM
- 0 . 5355∗∗∗ - 0 . 5412∗∗∗ - 0 . 5411∗∗∗ - 0 . 6121∗∗∗

(0 . 0185) (0 . 0185) (0 . 0185) (0 . 0195)

Digital × D_RES
- 0. 5001∗∗∗ - 0. 5073∗∗∗ - 0. 5032∗∗∗ - 0. 5402∗∗∗

(0. 0140) (0. 0140) (0. 0141) (0. 0149)

lnPinfra
- 0. 0716∗∗∗ - 0. 0729∗∗∗ - 0. 0830∗∗∗

(0. 0043) (0. 0044) (0. 0045)

lnPgdp
0. 0217∗∗∗ 0. 0083

(0. 0051) (0.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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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变量
lnDisw_mg

(1) (2) (3) (4)

lnPopden
　 0. 0082∗∗∗ 　 0. 0046∗∗

(0. 0019) (0. 0020)

lnFixinv
- 0. 0187∗∗∗ - 0. 0178∗∗∗

(0. 0021) (0. 0021)

lnCredfin
　 0. 0505∗∗∗ 　 0. 0447∗∗∗

(0. 0046) (0. 0047)

lnFisgap
- 0. 0021　
(0. 0016)

lnWater
　 0. 0263∗∗∗

(0. 0073)

_cons
1. 5190∗∗∗ 2. 1988∗∗∗ 　 2. 3336∗∗∗ 　 2. 2879∗∗∗

(0. 0014) (0. 0407) (0. 0423) (0. 0548)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土地用途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1843084 1843084 1843084 1789112
Adj R2 0. 4084 0. 4085 0. 4086 0. 4086

　 　 注:∗∗∗、∗∗、∗分别代表1% 、5% 、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1 .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将驱动城市三类功能区空间分布发生变迁,
但这一影响的识别也可能受到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干扰。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的强融合特

征和低成本效应的显现改变了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即时化、线上化和碎片化等诸多社会经济活动新特征,
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城市功能区布局受到冲击。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不断调整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也可能更

加符合数字经济空间发展的需求,从而助力城市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因此,无法回避研究可能存在的

反向因果问题。另一方面,尽管从影响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三个主要驱动力出发,添加了一系列可能影响

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的控制变量,但基准回归结果仍可能存在部分无法观测的特征,尤其是中国情境下土

地供给与规划所具有的显著政府主导性而引致的遗漏变量问题,进而对识别产生干扰。此外,交互项的引

入使内生性结构更加复杂。多维工具变量集合提供了更充足的外生变异,提高了第一阶段的预测强度,缓
解了估计偏误。

本文试图寻找一些合适的工具变量,并通过工具变量法来缓解潜在内生性问题。由于模型(1)涉及数

字发展经济指数及其两个交互项共3个内生变量,根据模型识别的阶条件,需引入至少3个工具变量以实现

因果识别。为此,本文构建了涵盖历史、趋势及政策维度的3个工具变量集合,并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具体包

括:一是根据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的历史数据构造工具变量。参考赵涛等(2020)的做法 [56] ,利用1984年各

地区邮局历史数据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数量的交互,构建工具变量( IV1),以解决内生性问题。
邮局在早期互联网发展中起关键作用,因此历史邮局数量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能正相关。同时,该工具

变量不会直接影响城市功能区分布,满足外生性要求。二是利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本身去构造 Bartik IV,
即借鉴Goldsmith-Pinkham(2020)的做法 [63] ,采用滞后一阶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全国层面均值的一

阶差分交互项来构造 Bartik IV( IV2),该工具变量反映地区数字经济按全国增长率增长的预测值,符合相

关性要求,且对城市功能区分布格局无系统性影响,保证了外生性。三是参考李万利等(2023)的研究 [64] ,
使用“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工具变量( IV3和 IV4),若城市在研究期内被选为试点城市,
则工具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这些政策为入选城市提供了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有着

重要影响,同时对功能区空间分布影响较小,保证了外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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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报告了工具变量法两个阶段的回归结果。其中,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所有工具变量与数字经济

发展均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理论预期相符。无论是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

量,还是识别不足检验的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抑或是过度识别的 p 值结果,均证实了工具变量选

取的合理性。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使用工具变量后工业功能区数字经济发展回归系数依旧显著为正,
商业和住宅功能区则显著为负,表明基准回归研究结论是稳健、有效的。数字经济并不只是伴随城市空间

重构而同步演进,而是在较大程度上对城市功能区布局调整发挥了独立而稳定的推动作用。

表3　 基于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

变量
Digital lnDisw_mg
(1) (2)

IV1
0. 0040∗∗∗

(0. 0000)

IV2
0 . 3279∗∗∗

(0 . 0035)

IV3
0 . 0195∗∗∗

(0 . 0001)

IV4
0 . 0225∗∗∗

(0 . 0001)

Digital_IV
　 9 . 4215∗∗∗

(0 . 8220)

Digital_IV × D_COM
- 23 . 3485∗∗∗

(2 . 2700)

Digital_IV × D_RES
- 11 . 5618∗∗∗

(1 . 0914)
Cragg-Donald Wald F 91 . 824

Kleibergen-Paap rk LM 179. 366

控制变量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土地用途固定 是 是

观察值 1528895 1475336

　 　 注:过分识别检验的 p 值为0 . 3401。

2 . 考虑替换被解释和解释变量再检验。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方面,为排除基准模型中利用 ESDA 方法识

别城市中心时,设定特定识别阈值(人口与面积)可能带来的测量偏误与敏感性担忧,本文采取了变更城

市中心识别方式的检验策略。该策略分别利用当地市政府所在地以及城市地理空间质心作为城市中心,重
新测算三类城市功能区距中心的人口加权距离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指标 lnDisw_gov、lnDisw_uce,进行

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可靠。从表4列(1)和(2)的回归结果来看,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

均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可见,在变换城市中心定义方式后,尽管中心识别口径与权重基准均发生了变化,
但本文核心结论依然稳健。研究发现其并不依赖于单一城市中心识别口径或特定的权重形式设定,因而在

较大程度上缓解了识别方法与阈值设定可能引致的测量偏误。
在替换解释变量方面,鉴于数字产业化发展很大程度上直接体现当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而产业数字

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发挥的重要载体,数字化转型渗透可以间接地体现出当地数字经济的发展情

况,故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替换为数字产业化(Digital_enterprise)和产业数字化(Digital_patent)进行稳健

性检验。表4中列(3)和(4)的结果表明,无论是估计系数的符号还是显著性水平,均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对城市功能区空间格局的重塑并非仅由某一种特定指标体系所识别,而是在数字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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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上均表现出较为一致的方向性影响。换言之,工业功能区向外围疏解、商业和住

宅功能区向中心集聚的空间演变规律,具有较强的指标稳健性和现实可靠性。

表4　 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与解释变量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lnDisw_gov lnDisw_uce lnDisw_mg lnDisw_mg
(1) (2) (3) (4)

Digital
　 0 . 4142∗∗∗ 　 0 . 0346∗∗∗

(0 . 0166) (0 . 0109)

Digital × D_COM
- 0 . 7954∗∗∗ - 0 . 3196∗∗∗

(0 . 0197) (0 . 0122)

Digital × D_RES
- 0 . 6435∗∗∗ - 0 . 2405∗∗∗

(0 . 0145) (0 . 0097)

Digital_enterprise
　 0 . 0199∗∗∗

(0 . 0023)

Digita_enterprisel × D_COM
- 0 . 0469∗∗∗

(0 . 0030)

Digital_enterprise × D_RES
- 0 . 0398∗∗∗

(0 . 0028)

Digitall_patent
　 0 . 0084∗∗∗

(0 . 0017)

Digita_patentl × D_COM
- 0 . 0543∗∗∗

(0 . 0020)

Digital_patent × D_RES
- 0 . 0505∗∗∗

(0 . 0017)

_cons
　 2. 9710∗∗∗ 　 2. 7345∗∗∗ 　 2. 2520∗∗∗ 　 2. 4719∗∗∗

(0. 0585) (0. 0311) (0. 0541) (0. 055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土地用途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1789112 1789112 1789112 1789112
Adj R2 0. 2983 0. 5302 0. 4083 0. 4086

3 . 其他稳健性检验。在剔除样本稳健性方面:(1)尽管在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度量时,已经考虑到了

城市规模差异而使用了距城市中心的加权地理距离,但为了进一步排除城市行政等级差距过大对识别结

果的潜在干扰,将直辖市、省会和副省级城市样本进行剔除后重新检验。(2)城市工业、商业和住宅功能区

是基于土地用途的划分而获得的,其中可能存在土地用途和行业分类不一致的情况,导致数字经济作用效

果的识别存在偏误。故将工业、商业和住宅用地分别直接对应的制造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保留,即剔除土

地用途与行业不一致样本后重新回归。(3)考虑到2006年之前土地交易市场样本的非人为因素缺失过多,
以及2019年末暴发的新冠疫情对土地交易市场、社会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为此,剔除2006年之前

和2019年之后的特殊年份样本重新回归。表5列(1)至(3)结果显示,剔除样本,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

准回归保持一致。这表明,本文所揭示的工业功能区“离心演变”以及商业、住宅功能区“向心发展”格局,
并非由特殊城市样本、土地用途与行业归属不一致或疫情等短期扰动所驱动,而是具有较强普遍性的城市

空间演化规律。
在进一步控制稳健性方面:(1)尽管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的其他驱动力主要来自城市层面,尤其是针

对本章所使用的土地市场交易数据进行表征时更是如此,但考虑到中国的强行政等级关系实际情况,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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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引入省份—年份的固定效应交互项,以控制来自省份层面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差异。(2)考虑到土地

面积、土地金额等地块层面因素对影响程度和方向的干扰,进一步引入地块层面的多个控制变量进行再回

归。(3)为进一步排除政府干预与增长竞争的干扰,借鉴韩峰和庄宗武 (2023) 的研究 [52] ,收集和整理

2003—2019年中国283个城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经济增长目标的数据,并通过该城市经济增长目标与所

在省份经济增长目标的比值去体现该城市政府可能的增长竞争与干预力度(GovGDP)。结果如表5列(4)
至(6)所示,三类功能区的数字经济效应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均与基准回归一致,也说明研究结论是

稳健、可信的。这说明,所识别的工业“离心”与商住“向心”格局,并非主要由省级层面遗漏因素、地块异质

性或地方政府短期增长导向所致,而是在更严格控制条件下依然成立的数字经济空间重组净效应。

表5　 其他稳健性检验:剔除样本与进一步控制

变量

剔除高行政

等级城市

剔除用途与

行业不一致

剔除特殊

年份样本

引入省份—
年份交互固定

引入地块

层面固定

控制政府经济

增长压力

lnDisw_mg lnDisw_mg lnDisw_mg lnDisw_mg lnDisw_mg lnDisw_mg
(1) (2) (3) (4) (5) (6)

Digital
　 0 . 1847∗∗∗ 　 0 . 3285∗∗∗ 　 0 . 3169∗∗∗ 　 0 . 3678∗∗∗ 　 0 . 0744∗∗∗ 　 0 . 4087∗∗∗

(0 . 0228) (0 . 0197) (0 . 0188) (0 . 0201) (0 . 0182) (0 . 0185)

Digital × D_COM
- 0 . 4001∗∗∗ - 0 . 6272∗∗∗ - 0 . 6319∗∗∗ - 0 . 5788∗∗∗ - 0 . 5164∗∗∗ - 0 . 6698∗∗∗

(0 . 0280) (0 . 0246) (0 . 0208) (0 . 0195) (0 . 0200) (0 . 0203)

Digital × D_RES
- 0. 5571∗∗∗ - 0. 5105∗∗∗ - 0. 6052∗∗∗ - 0. 4199∗∗∗ - 0. 4925∗∗∗ - 0. 6182∗∗∗

(0. 0191) (0. 0166) (0. 0159) (0. 0154) (0. 0154) (0. 0155)

lnGovGDP
- 0. 0598∗∗∗

(0. 0062)

land_area
- 0 . 0189　
(0 . 0134)

land_price
- 0 . 0003∗∗∗

(0 . 0001)

land_way
　 0 . 0506∗∗∗

(0 . 0024)

_cons
　 3. 5518∗∗∗ 　 1. 8539∗∗∗ 　 1. 9389∗∗∗ 　 3. 8246∗∗∗ 　 2. 9233∗∗∗

(0. 0607) (0. 0602) (0. 0810) (0. 0820) (0. 078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土地用途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年交互固定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观察值 1558591 1373019 1468698 1789110 1595195 1586164

Adj R2 0. 4033 0. 4064 0. 4133 0. 4211 0. 3957 0. 4183

(三) 异质性分析

数字经济对城市功能区空间格局的影响并非均质发生,而是随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既有空间结构以

及区域联系条件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发展阶段决定数字经济空间效应是更多体现为增量

扩张还是存量优化,空间结构决定功能外迁与集聚重组的承载条件、调整成本与扩散路径,区域联系则影

响数字经济空间效应的扩散范围、传导效率与协同方式。基于此,本文从发展阶段、空间结构、区域联系3个
维度出发,对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功能区空间演变的异质性进行系统检验。

1 . 发展阶段异质性。(1)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城市空间的塑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

具有显著的技术演进特征。识别数字经济从早期的信息工具属性向深层要素属性演变过程中,其空间重塑

68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2026 年



力是否存在跨越阈值的动态变化,将有助于厘清技术成熟度如何改变微观主体的空间偏好。为此,本文依

据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所呈现出的明显阶段特征,参考毛丰付等(2025)的研究 [7] ,将样本划分为2007
年及之前、2008至2012年、2013至2016年、2017年及之后4个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的阶段进行分组重

新估计回归,以检验数字经济效应对于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变迁的时期变化。表6结果显示,2007年及之

前,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商业和住宅功能区影响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而对工业功能区并不显著。2008
至2012年,数字经济对商业和住宅功能区显著为负的影响持续,但对工业区开始显现显著为正的影响。
2013至2016年,数字经济发展则显著影响城市三大功能区的空间分布,且影响的方向与上一阶段保持一

致,影响幅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住宅功能区空间分布方面。2017年及以后,数字经济的乘数效应凸显,对城

市各类功能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说明,随着数字化影响的广泛渗透,各类功能区的分布均不再执着于

城市中心,而是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更优区位的选择。背后原因除了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渗透各类功能

区的速度和程度,还可能源于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生产和生活组织方式、思维方式的革新,以及平台等数字

空间对城市物理空间的互补效应。

表6　 数字经济阶段性异质性结果

变量

2007年及之前 2008至2012年 2013至2016年 2017年及之后

lnDisw_mg lnDisw_mg lnDisw_mg lnDisw_mg
(1) (2) (3) (4)

Digital
　 0 . 4919 　 0 . 2104∗∗∗ 　 0 . 1404∗∗ 　 0 . 3960∗∗∗

(0 . 5097) (0 . 0373) (0 . 0562) (0 . 0337)

Digital × D_COM
- 5 . 5931∗∗∗ - 0 . 7833∗∗∗ - 0 . 7982∗∗∗ - 0 . 3385∗∗∗

(0 . 2463) (0 . 0400) (0 . 0351) (0 . 0339)

Digital × D_RES
- 1 . 8574∗∗∗ - 0 . 3993∗∗∗ - 0 . 8202∗∗∗ - 0 . 1326∗∗∗

(0 . 1717) (0 . 0281) (0 . 0296) (0 . 0277)

_cons
- 1. 9506∗∗∗ 　 2. 7108∗∗∗ 　 2. 0965∗∗∗ 　 3. 5849∗∗∗

(0. 3779) (0. 2555) (0. 3218) (0. 221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土地用途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219718 591928 478035 499431

Adj R2 0. 4784 0. 4191 0. 4164 0. 4347

(2)城市产业发展阶段异质性。城市功能区的空间分布也是产业演进的映射,在工业化与后工业化阶

段,土地边际产出与功能需求的差异决定了数字经济是作为增量扩张的工具,还是存量优化的动力。为此,
本文依据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城市的概念内涵 [65] ,将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小于第二产业的城市视为

工业化城市组,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小于第三产业的城市视为后工业化城市组,探讨不同产业基

底在数字化重塑空间过程中的异质作用。表7列 (1) 和 (2) 结果显示,后工业化城市的工业离心效应

(0. 3467)显著强于工业化城市(0. 0640),证实了在服务业主导阶段,中心城区高昂的级差地租倒逼工业

部门利用数字技术向外围扩散,数字化作为“去中心化工具”的效率释放更充分。同时,后工业化城市的商

业向心效应净系数(- 0. 3066)同样强于工业化城市( - 0. 1729),反映了数字经济强化高端服务业集聚的

乘数效应随产业层级提升而增强;而工业化城市更显著的住宅向心效应( - 0. 3086)则揭示了数字化配套

在转型初期对人口分布强烈的空间锁定作用。
(3)产业结构特征异质性。产业结构作为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其构成特征直接决定了数字经济

对生产与生活要素的重组效率。在不同的产业结构下,数字技术对传统功能的“挤出效应”与对新兴功能

的“吸附效应”存在本质差异。为此,本文借鉴李亚茹等(2024)的研究 [66] ,以研究期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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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中位数为划分标准,将城市划分为产业结构高值组与低值组,以探讨不同产业结构特征下,数字经

济驱动功能区布局效应释放的异质作用。表7列(3)和(4)结果显示,高值组城市的工业离心效应显著强于

低值组,表明在服务业占比更高的结构下,数字经济效应能更有效地引导制造业向城市外围扩散;同时,高
值组的商业向心效应净系数(- 0. 2411)也强于低值组( - 0. 1388),验证了数字化转型对高端服务业集聚

红利的释放。而低值组城市表现出更为剧烈的住宅向心效应,反映了在制造业占比较高的结构下,数字经

济通过提升生活便利性对居住人口产生了更强的空间锁定作用。

表7　 城市产业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特征异质性结果

变量

工业化城市 后工业化城市 产业结构高级化高值组 产业结构高级化低值组

lnDisw_mg lnDisw_mg lnDisw_mg lnDisw_mg
(1) (2) (3) (4)

Digital
　 0 . 0640∗∗ 　 0 . 3467∗∗∗ 　 0 . 5046∗∗∗ 　 0 . 2359∗∗∗

(0 . 0321) (0 . 0325) (0 . 0226) (0 . 0332)

Digital × D_COM
- 0 . 2369∗∗∗ - 0 . 6533∗∗∗ - 0 . 7457∗∗∗ - 0 . 3747∗∗∗

(0 . 0382) (0 . 0280) (0 . 0228) (0 . 0403)

Digital × D_RES
- 0 . 3726∗∗∗ - 0 . 3938∗∗∗ - 0 . 5345∗∗∗ - 0 . 5436∗∗∗

(0 . 0243) (0 . 0249) (0 . 0190) (0 . 0259)

_cons
　 1. 3392∗∗∗ - 3. 2031∗∗∗ 　 1. 8382∗∗∗ 　 2. 1323∗∗∗

(0. 0925) (0. 1712) (0. 0974) (0. 086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土地用途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593120 320213 954504 834608

Adj R2 0. 4870 0. 3532 0. 3981 0. 4410

2 . 空间结构异质性。(1)城市等级结构异质性。不同等级城市在资源禀赋与空间效率上处于不同均衡

点。高等级城市面临高昂的拥挤成本与地租,数字经济可能更多作为“减压阀”驱动功能疏解;而低等级城

市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数字化可能起到“效率补偿”作用以强化中心集聚。因此,利用2020年第一财

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以商业资源、城市枢纽以及城市活跃度等为评选指标划分的城市等级,①对283个城

市样本进行多个等级划分,剖析数字经济效应对不同等级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演变的影响。表8列(1)至

(3)的结果显示:一线城市的三类功能区空间分布在数字化驱动下均呈现出显著的“离心”趋势;二线城市

工业功能区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商业和住宅功能区则显著为负;三线城市三类功能区分布却呈现显著

“向心”之势。究其原因可能是,一线城市数字化响应程度和发展阶段更为成熟,而三线城市由于城市规模

相对较小,城市集聚经济仍有较大发挥空间,数字经济效应在优化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时可能会更加倾向

于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
(2)城市内部形态结构异质性。对于逐步迈入后城镇化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城市发展正加快从规模

扩张型向结构优化型、功能协调型转变。城市既有的物理形态是数字经济作用于空间的现实载体,其结构

类型决定了功能区外迁的空间承载力与转换摩擦成本。多中心城市拥有的次级节点能够为工业“离心”提

供低租金且具备基建配套的承载空间,而单中心结构可能因缺乏缓冲地带而对空间重塑产生限制。为此,
本文基于识别的城市中心,将城市中心数量大于等于2的城市视为多中心城市,剩余城市归为单中心城市,
考察空间形态约束如何影响数字经济对功能区分布的塑造效应。表8列(4)和(5)结果显示:无论单中心城

市还是多中心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都将显著驱动商业和住宅功能区分布的“向心发展”;但对于工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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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来说,多中心城市显著为正,而单中心城市的影响却并不显著。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多中心城

市一个或多个要素汇集的次中心放大了数字经济对物理距离削弱的作用,且很可能提供了更加符合工业

企业布局的地租条件和环境规制要求。故数字经济对工业功能区分布的“离心”效应更为显著。

表8　 城市等级结构与内部形态结构异质性结果

变量

一线 二线 三线 单中心 多中心

lnDisw_mg lnDisw_mg lnDisw_mg lnDisw_mg lnDisw_mg
(1) (2) (3) (4) (5)

Digital
　 0 . 9439∗∗∗ 　 0 . 2311∗∗∗ - 0 . 7148∗∗∗ 0 . 0140 　 0 . 3144∗∗∗

(0 . 0291) (0 . 0390) (0 . 0499) (0 . 0401) (0 . 0197)

Digital × D_COM
- 0 . 5694∗∗∗ - 0 . 3448∗∗∗ - 0 . 5050∗∗∗ - 0 . 3949∗∗∗ - 0 . 6726∗∗∗

(0 . 0286) (0 . 0392) (0 . 0551) (0 . 0455) (0 . 0214)

Digital × D_RES
- 0 . 6163∗∗∗ - 0 . 2697∗∗∗ - 0 . 3078∗∗∗ - 0 . 0998∗∗∗ - 0 . 5916∗∗∗

(0 . 0224) (0 . 0291) (0 . 0408) (0 . 0343) (0 . 0165)

_cons
- 5. 1048∗∗∗ 　 1. 7994∗∗∗ 　 2. 1899∗∗∗ 　 5. 1052∗∗∗ 　 1. 0310∗∗∗

(0. 1431) (0. 1606) (0. 0979) (0. 1040) (0. 077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土地用途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245895 314161 511623 443247 1336778

Adj R2 0. 3776 0. 2049 0. 2782 0. 4784 0. 3826

3 . 区域联系异质性。(1)城市群网络联系异质性。数字经济的核心特征在于网络外部性,而区域一体

化水平通过打破行政壁垒,显著降低了跨区域要素流动的协调成本。在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

效应能更有效地发挥“时空压缩”作用,加速功能区间的功能置换与梯度转移。为此,依据中国“十四五”规
划纲要中所提及的19个主要城市群,将283个城市样本中属于城市群城市的视为一组,其余为非城市群组,
探讨空间关联度与要素流动性对数字经济效应释放的异质作用。表9列(1)至(2)的结果显示,城市群与非

城市群城市的三类功能区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影响的相对幅度并不相同。城市群城市商业功能区具

有更加明显的“向心发展”趋势,而非城市群则是住宅功能区。此外,与非城市群城市相比,城市群城市的

商业功能区布局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明显。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程度更高的城

市群城市,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差距相对较小,数字经济效应的释放更加充分,对于城

市功能区空间分布的优化调整可能更多体现在直接相关的商业功能区空间分布塑造上。
(2)南北区域联系条件异质性。除城市群网络联系外,区域联系条件还会通过市场环境、路径依赖和

发展基础差异影响数字经济空间效应的显化方式。南北地区在区域联系条件、市场发育程度和数字化响应

特征等方面存在系统差异,这可能进一步改变数字经济对功能区空间分布的作用强度。南方地区较高的市

场化水平使得数字经济能更有效地通过竞租机制驱动空间要素置换;而北方地区较强的工业路径依赖则

可能对数字化驱动的空间重构产生结构性锁定。从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和特征看,南方地区的城市数字化响

应时间更早、范围更广,表现出多点开花、广辐射态势,北方城市则侧重于核心圈层的集聚效应 [67] 。故依据

许宪春等(2021)基于“秦岭—淮河”一线对于中国南北区域的划分方法 [68] ,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中国南方

和北方两组城市,以检验数字化影响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演变可能表现出来的南北区位异质性。表9列
(3)和(4)结果显示:北方城市工业功能区回归系数符号为正,但并不显著;南方城市则显著为正。这意味

着南方城市更易利用数字技术突破空间约束,驱动工业“离心”演变。而商业和住宅功能区南北方城市的

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但影响幅度北方明显大于南方。这反映了在北方核心集聚的增长范式下,数字经济

的效率补偿作用进一步强化了中心城区的要素吸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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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区域联系异质性结果

变量

城市群 非城市群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lnDisw_mg lnDisw_mg lnDisw_mg lnDisw_mg

(1) (2) (3) (4)

Digital
　 0 . 1743∗∗∗ 　 0 . 9210∗∗∗ 0 . 0430 　 0 . 3560∗∗∗

(0 . 0175) (0 . 1130) (0 . 0332) (0 . 0204)

Digital × D_COM
- 0 . 5717∗∗∗ - 0 . 9784∗∗∗ - 0 . 8296∗∗∗ - 0 . 5330∗∗∗

(0 . 0195) (0 . 1263) (0 . 0347) (0 . 0236)

Digital × D_RES
- 0 . 4586∗∗∗ - 1 . 4258∗∗∗ - 0 . 3262∗∗∗ - 0 . 6857∗∗∗

(0 . 0150) (0 . 0988) (0 . 0310) (0 . 0170)

_cons
　 0. 7039∗∗∗ 　 9. 3706∗∗∗ 　 1. 1447∗∗∗ 　 3. 3701∗∗∗

(0. 0568) (0. 1961) (0. 0718) (0. 086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土地用途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1439832 349280 609645 1179467

Adj R2 0. 3978 0. 3295 0. 3645 0. 4332

四、 进一步分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调节作用

在数字经济深刻重塑城市空间格局的过程中,其空间效应并非自发形成,而是受到政府调控与市场机

制的共同影响。在“十五五”规划更加强调政府和市场协同作用的背景下,制度引导与市场机制如何作用

于数字时代城市内部空间要素配置和布局优化值得思考。为此,进一步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视角

出发,探讨两者在数字经济驱动下城市空间演化过程中的调节机制及其差异化作用。
表10呈现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整体上无论是工业、商业还是住宅功能区,数

字经济与有为政府交互项、数字经济与有效市场交互项对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影响的回归系数均十分显

著。这说明,数字经济对城市功能区空间格局的影响并非自动显化,而是会受到政府治理能力与市场环境

有效性的显著调节。不同制度条件下,数字经济推动工业“离心”与商住“向心”的空间效应会以不同强度

和方向表现出来。具体来说:
有为政府调节结果显示:(1)工业功能区数字经济发展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其与有为政府交互项的

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数字经济降低协同与交易成本的基础上,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越强,越能

够通过园区建设、基础设施供给和外围承接区配置,将工业外迁意愿转化为现实的空间疏解路径。(2)商

业功能区数字经济与有为政府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1. 2466(即0. 1959 + 1. 0507),这与商业功能区数字经

济发展回归系数符号相反,且有为政府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并不必然强化中

心区商业集聚,反而可能通过空间规制、功能疏解和公共资源再配置,抑制商业功能在核心区的过度集中,
从而对数字经济带来的商业“向心”形成一定替代效应。(3)住宅功能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的同时,其数

字经济发展对于功能区分布距离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负。这说明,在中国快速城镇化和公共服务仍需完善

的现实背景下,地方政府在住房供给、公共资源配置和中心区功能优化中的积极作为,会进一步强化数字

经济推动住宅功能向中心集聚的趋势。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有为政府将强化数字经济对城市功

能区空间格局的“离心演变”。
有效市场调节结果显示:(1)工业功能区数字经济发展与有效市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 0. 1321,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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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有效市场对于工业功能区分布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市场机制更有效的地

区,工业功能区布局更多受价格信号和效率所引导,数字经济带来的外围疏解动力并不会被无限放大,而
是会被中心区规模经济和市场回报优势部分抵消。(2)商业功能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和数字经济对于商

业功能区分布距离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有效市场能够强化中心区在高端消费、信息服务和商

业流量组织上的资源配置优势,从而使数字经济更容易在商业功能区表现为中心强化效应。(3)住宅功能

区数字经济发展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的同时,交互项系数显著为0. 0286[即( - 0. 1321) + 0. 1607]。这说明,
在住房市场投资属性较强、土地调控仍较明显的中国情境下,市场机制并未完全按照理论预期强化住宅向

心,反而可能因价格分化、居住成本上升和职住分离等因素,对数字经济带来的住宅中心集聚形成一定约

束。上述结果部分验证了有效市场将强化数字经济对城市功能区空间格局的“向心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晚起步、快发展且差距较大的城镇化进程,使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和基础设施完善

程度仍存在明显差异,地方政府在优化住宅功能区布局时普遍具有较强的“向心”动力。与此同时,快速扩

张的城市空间、较强的土地市场调控以及住房市场的投资属性,也使有效市场的作用未能如理论预期那样

进一步强化数字时代住宅功能区的“向心发展”。这表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对数字经济空间效应的调

节并非单一方向上的线性强化,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功能区差异化特征,尤其在住宅功能区上表现出较强的

中国情境依赖性。

表10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

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

变量 (1) 变量 (2)

Digital
　 0 . 2902∗∗∗

(0 . 0177)
Digital

　 0 . 3636∗∗∗

(0 . 0214)

Digital × D_COM
- 0 . 5333∗∗∗

(0 . 0194)
Digital × D_COM

- 0 . 3689∗∗∗

(0 . 0256)

Digital × D_RES
- 0 . 5943∗∗∗

(0 . 0146)
Digital × D_RES

- 0. 6608∗∗∗

(0. 0182)

lnGov
- 0. 0907∗∗∗

(0. 0098)
lnMar

　 0. 0377∗∗∗

(0. 0093)

lnGov × D_COM
- 0. 0250∗∗

(0. 0102)
lnMar × D_COM

- 0. 0301∗∗∗

(0. 0031)

lnGov × D_RES
　 0. 1450∗∗∗

(0. 0078)
lnMar × D_RES

- 0. 0190∗∗∗

(0. 0025)

Digital × lnGov
　 0. 1959∗∗∗

(0. 0564)
Digital × lnMar

- 0. 1321∗∗∗

(0. 0127)

Digital × lnGov × D_COM
　 1. 0507∗∗∗

(0. 0838)
Digital × lnMar × D_COM

- 0. 0894∗∗∗

(0. 0193)

Digital × lnGov × D_RES
- 0. 6060∗∗∗

(0. 0678)
Digital × lnMar × D_RES

　 0. 1607∗∗∗

(0. 0160)

_cons
　 1 . 1589∗∗∗

(0 . 0612)
_cons

　 1. 3079∗∗∗

(0. 0616)
控制变量 是 控制变量 是

城市固定 是 城市固定 是

年份固定 是 年份固定 是

土地用途固定 是 土地用途固定 是

观察值 1634606 观察值 1634606

Adj R2 0 . 4178 Adj R2 0. 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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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启示

数字化重构不仅是推动经济转型的技术过程,更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空间再平衡与优化过程。
本文以数字经济对功能空间布局的重塑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了数字化进程中“离心”与“向心”双重力量的

空间效应,旨在回应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以及这一影响在何种条件下发生变化。基于

2003—2021年中国283个城市的高频土地市场交易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城市内部三类主要功能区的空间

分布长面板数据集,并从整体趋势、时空差异与机制作用3个维度识别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

化的综合影响及其调节机制。研究发现:
(1)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有着显著的影响,但不同功能区分布演变趋势却不尽相同。

其中,工业功能区呈现出“离心演变”趋势,而商业和住宅功能区则更多地表现为“向心发展”规律。这一结

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稳健可信,说明数字经济既打破了工业区的中心依赖,也强化了生活与消

费空间的中心集聚。
(2)功能区空间分布演变在发展阶段、空间结构与区域联系3个维度呈现显著的异质性。在发展阶段

上,随着数字技术由早期接入向深层要素赋能演进,以及城市产业基础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数字经

济推动各类功能区实现更优区位选择的作用逐步增强。在空间结构上,宏观城市等级与微观空间形态共同

构成了空间要素置换的推拉力。一、二线城市较高的拥挤成本叠加多中心结构较强的承接能力,使工业功

能区“离心演变”更为显著;而商业和住宅功能区的“向心发展”趋势则在不同类型城市中普遍存在,并在

二、三线城市中更为突出。在区域联系上,拥有更强网络外部性的城市群内部城市,以及市场化经营更为成

熟的南方城市,能够有效降低要素跨区域流动成本,受数字化驱动的空间重塑效应更为明显。
(3)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在城市功能区布局演变中均发挥了重要调节作用,但方向有所差异。有为政

府在加强数字时代工业功能区的“离心”分布和住宅功能区的“向心”发展的同时,弱化了商业功能区的

“向心”分布演变趋势,而有效市场的调节作用却恰恰相反。
上述研究发现为“十五五”时期城市在数字经济驱动下实现空间结构优化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

启示:
(1)适配数字化竞租规律,实施基于城市能级与类型的差异化空间调控路径。数字经济驱动下,不同

等级和类型城市的功能区演化方向并不一致,因而不宜采取“一刀切”的空间治理方式。在一线及新一线

城市,应有序引导竞租能力较低的工业向外围承载区梯度疏解,为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和创新功能优化

存量空间。二、三线城市则应更加注重提升中心城区数字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其集聚和承载能

力,防止空间无序蔓延。对于多中心城市,应强化次中心在产业承接、人口分担和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节点作

用。对于城市群内部城市,则应依托区域一体化条件,优化中心城区与周边节点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与空

间协同,提升商业服务功能的组织效率与辐射能力。
(2)顺应工业功能区离心疏解趋势,强化外围承载区的综合支撑能力。依托工业互联网、远程协作平

台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外围区域在信息协同和组织管理上的距离约束。同时,加快完善综合交通、物
流节点、标准厂房和生产性服务设施,提升外围承载区的产业配套成熟度与空间吸引力,从而实现非核心

制造环节和空间需求较大的生产活动向外围组团有序转移,避免工业外迁演变为无序扩张和低效率蔓延。
(3)缓解商业与住宅功能区向心压力,提升中心城区的服务能级。商业与住宅功能区持续向心发展的

态势,意味着中心城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面临更强的人口、消费与服务集聚压力。对此,应充分利用城市大

数据资源,依托城市大脑等智慧治理平台,优化交通组织、社区服务和公共资源配置,缓解高密度环境下的

拥堵与空间供给紧张。通过增加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和便民服务供给,提高土地产出强度与空间复合利

用水平,引导中心城区由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
此外,还应统筹发挥政府引导、市场配置与数字技术赋能作用,构建城市空间治理的动态感知、精准决

策与柔性调节能力,为差异化空间调控、工业有序疏解和中心区品质提升提供坚实的制度与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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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本文虽然将工业功能区“离心演变”与商业、住宅功能区“向心发展”分别置于

不同模型中进行识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功能区的空间演变彼此孤立。相反,在现实城市空间重构过程

中,工业功能区向外围疏解,可能释放中心区土地资源和空间容量,为商业升级与住宅需求回流创造条件;
而商业和住宅功能持续向心,又会进一步强化中心区在消费、服务、就业与公共资源配置上的综合优势,并
提升工业活动外迁的相对收益。数字经济驱动下的城市空间重构,并非不同功能区独立演进的简单加总,
而是工业疏解与商住回流相互耦合、互为条件的系统过程。鉴于本文当前识别重点在于刻画数字经济对不

同功能区空间分布的差异化净效应,故未对上述动态反馈关系作进一步量化识别,这也指明了后续研究可

继续深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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